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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毛远甚彭德怀	庐山会议另一封万言书	图
【阿波罗新闻网	2015-01-22	讯】

庐山会议

李云仲，原名卢锦章，1925年出生于黑龙江，高级经济师，曾任东北局财委科长，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秘书，国家计委主任秘书，国家计
委基本建设投资局副局长，东北协作区办公厅综合组组长。后又任黑龙江财委秘书长，汽车工业公司党委书记兼经理，电子工业厅厅长，
《东北经济报》报社社长，《中国东北经济》杂志主编。1993年离休。

1959年6月，原国家计委干部、时任东北协作区综合组组长的李云仲，就大跃进的种种乱象和弊端，给最高领袖毛泽东写了一封信，6月9
日就直接寄给毛泽东。毛将这封信带到了庐山。7月26日，也就是毛泽东发表痛批彭德怀的“7·23讲话”3天以后，批发了《李云仲的意见
书》，附上自己写的近3000字的批示，题为“对于一封信的评论”。

毛泽东的这个批示，实际上是7月23日讲话的继续，目的是为了推动批判“右倾思潮”，强化和突出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重要性。毛
泽东批示说：

“李云仲认为，从1958年第四季度以来，党的工作中，缺点错误是主流，因此作出结论说，党犯了‘左倾冒险主义’和机会主义错误。而其
根源则是在1957年整风反右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‘左倾冒险主义’的危险。”“他几乎否定一切，他认为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，损失极大，
而毫无效益，人民公社也是错误的，对基本建设极为悲观。对农业他提到水利，认为党的‘左倾冒险主义、机会主义’错误是由大办水利引起
的，他对前冬去春几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大办水利，没有好评。他是一个得不偿失论者，有些地方简直是‘有失无得’论。”

毛泽东引用李云仲的一些尖刻犀利的语言，是为了让会议批判和否定李云仲的“右倾”观点，给人们树起一个批判的“靶子”。然而现在看
来，李云仲批评党在1957年反右整风时没有反左，导致在大跃进中犯了“左倾冒险主义”错误，完全正确，非常恰当，一针见血指出了大跃
进问题的根源。这种率直而大胆的批评，令所有的中高级干部、甚至是那些勇敢纠左的领导干部也望尘莫及，自叹不如。李锐先生就说，
李云仲这种一般中级干部，敢于上书毛泽东，直言不讳指责党犯了“左倾冒险主义”错误，恐怕是独一无二的;连他们这些一贯反左的干部，
在会外闲谈也不敢这样露骨地直说。

李云仲在信中说：“问题可能是从大搞水利建设开始的。这里提出两年水利化，那里就提出一年，甚至几个月水利化。其实当时很多人都知
道这是做不到的，但许多地方大量的水利工程，既无勘察设计，又无设备资料的情况下，就大规模施工了，结果有许多工程建成后毫无效
果，或成为半成品;但是耗费掉大量的劳力和器材。这种工程我看过很多。”这种说法得到了时任水电部副部长李锐的认同。

这就说明，大跃进中的浮夸风、强迫命令瞎指挥，在1957年就开始了。当年的反右整风，将无数的敢说真话的有识之士统统打掉，余下的
人便噤若寒蝉，于是反对右倾、破除迷信、盲目蛮干、急躁冒进的狂潮便冒了出来，一系列脱离实际、违背人心的活动便轰轰烈烈地开始
了。李云仲在信中说：“1958年元旦，我去过滦县扒齿港，亲眼看到该县为了要修一条100多里长的大灌区，既未经勘察设计，又未经群
众讨论，要挖掉即将收割的1万多亩小麦。我去找县委负责人谈，也未能制止住。结果这条耗费无数人力财力的水渠，雨季一到，全淤死
了。”“后来又参加了‘苦干10天’的大会，要求10天内养猪增加一倍，扫除文盲，破除四害，锄完大田等等，对于这些荒唐的要求，竟没有
一个人提出反对意见，反而都去应承这些根本无法实现的任务。”

什么叫瞎胡闹、乱折腾?李云仲的信中列出了滦县的典型实例就是明证。为什么大跃进会变成“大跃退”?为什么农民们辛辛苦苦大干苦干，
到头来会造成大饥荒?看了滦县的干法就知道所以然了。当然这还不是正式的“大跃进”，正式的大跃进的高潮还在后面。接着李云仲的矛头
直指大跃进“高潮”的危害性：

“大搞土法炼钢的运动，这是一条失败的经验。国家经济力量的消耗太大了。几千万人抛开一切，苦干了几个月，上亿吨的矿石，上亿吨的
煤炭，上百万吨的钢铁材料，上百亿度的电力，几亿吨的运力……，都白白消耗在没有效果的‘生产’上了，得到的却是毫无使用价值的土
铁，这是对国家元气的最大消耗。”

北戴河会议发动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，人人皆知其害，人人斥其荒唐，但却很少有人敢提意见。李云仲竟然当着毛泽东的面，有理有据、
痛快淋漓地揭露了大炼钢铁的危害性，比彭德怀的“有失有得”要严厉得多，尖刻得多!

关于公社化的弊端，李云仲在信中说：“各地劳动力和各种资料也都造成巨大的消耗。我到过金县郊区的一个生产队，这里共有300多户人
家，去年年初有猪300多口，但今年只剩下9口，鸡鸭去年几乎杀光了。”

李云仲可能是工业干部出身，农业问题可能了解得不多，对于广大农村被共产风、浮夸风、食堂化折腾得十室九空、民不聊生、大锅饭难
以为继的凄惨状况可能缺乏感性认识。但就他了解的金县一个生产队的落后状况，也让人触目惊心。

提起工业问题，作者胸中如开闸江河，汩汩滔滔：“在基本建设上，1958年全国已施工的限额以上的项目达1900个，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
两倍，几乎所有省市都要安排在几年内建成一个工业体系，现在由于财力跟不上，继续施工的只有几百个了。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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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定资产动用系数连50%也不到(即100元投资，能动用的不到50元)。上百亿投资，上百万吨钢材，几百万吨水泥、木材……被白白抛在
几千个工地上，长期不能发挥效益。看到这种损失确实很痛心。这种情况本来是可以避免的。”然后信中说道，由于到处“大办”，都有翻
番，只得大量“招兵买马”，去年增加2100万职工。结果不仅农民、渔民，甚至售货员、理发员、手工业者也都转为工人，购买力提高了，
但消费资料远未跟上去，各行各业都受到了损失。

这段对大跃进工业问题的揭露，可谓一针见血，击中要害，和彭德怀所说的“工业盲目上马，造成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，影响工农关系”的
说法如出一辙，但李云仲说的更为具体，更为严重。二人的眼光完全一致，完全符合实际：当时被毛泽东斥为“右倾”，但一年多后，党中
央不得不作大幅度调整，工业大量下马，2000多万城镇职工下放到农村，就是鲜活的证明。

为什么这种脱离实际的左倾狂潮会泛滥成灾?李云仲认为是主观主义思想作祟，因此他建议“在各级干部中进行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教
育，教育全体党员坚持党的原则，加强党性锻炼”。李锐先生认为此言是“切中时病的药方”，因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一系列讲话，大都是
主观主义、左倾冒险主义的产物。

李云仲在信中直击问题的根源：“为什么主观主义可以有时在一些领域能畅通无阻?我觉得主要原因是，未能在党内造成一种坚持原则的气
氛，在有些场合下，以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为特征的迎合情绪十分浓厚。这种迎合情绪绝不能与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相提并论。这是主观
主义也就是左倾冒险主义思潮能够滋长的思想根源。”

这段话一语中的，入木三分，深刻揭露了大跃进一系列荒唐闹剧能够强力推行、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。毛泽东读到这里如果能出一身冷
汗，霍然醒悟，大力纠左，那中国的面貌何以会出现凄惨的景象啊!

他接着谈到他在计委工作时的情形：“我在局务会议上几次提出，计委一定要管限额以上的项目，这些项目的设计任务书必须经过审查，否
则要造成严重后果。这个道理很多人都知道，但既无人向计委领导反映，也无人认真研究这些对国家有决定意义的情况和问题，你提你的
意见，我应付我的公事!直到武昌会议提出清查时，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。但大量的半截厂房、房架、柱子已经立起来了，几十亿的投资、
几百万吨的建筑材料、大量的劳动力，已经被占用在不能发挥效果的‘工程’上了。几年来的经验证明，基建项目、规模的安排合理与否，往
往对整个国民经济起决定性的作用。基建战线过长对当前紧张状况来说，是一个重要的原因。”

“再比如大炼钢铁，我回来时对一位负责同志小心翼翼讲了几次，矿石、焦炭、煤消耗这么多，成本这样高，炼出来的又都是不能用的土
铁，可不能这样搞!这在当时大家都知道。但这位同志却和我讲，事实上当时很多人也这样讲：‘这不能算经济账。’我实在想不通：为什么
不能算经济账?难道社会主义不是要发展生产力?又为什么不叫人家提意见?”

李云仲在这里说起大炼钢铁的浪费，只谈到矿石、焦炭、煤等的消耗，其实最大的消耗不在于此。9000万人胡乱折腾几个月，耽误了农
时，把无数的粮食抛撒于地，造成了全国的饥荒;更主要的是把全国的林木几乎砍伐殆尽，森林资源遭到了空前的大破坏，促使全国各地
的“自然灾害”频繁发生，更大的饥荒便不期而至。给国民经济造成如此严重的困难，还不能算“经济账”，那就要算“政治账”。那么，拼死
拼活完成了1070万吨钢铁，中国人民在政治上获得了什么“利益”呢?不仅当时的六亿国人看不到，几十年后的十几亿国人也看不到，只看
到国家补贴了50个亿，炼出了无数的废渣，给国家带来沉重灾难，和英国的距离越来越大，让外国人一直嘲笑——这是什么样的“政治
账”啊!

关于1959年的计划，李云仲说：“我从一开始就参加了这项工作，一直感到问题很大。虽然在多次会议上，向很多能接触到的领导同志提
出意见，也整理过一些资料来说明计划中的问题，但是谁也不愿向上面提。今年年初，在整理一个资料时，我又坚持把计划问题提出来，
却又受到领导的严厉申斥，甚至提出了‘组织性、纪律性’的问题。为此我长时间难过极了。这位申斥过我的领导也明知道问题的严重性，后
来向人说，‘有些事情你就要看破红尘。’”

李云仲似乎不理解当时许多高层领导同志的为难处，在信中说：“明明是重大的原则问题，却要大家‘看破红尘’，这是什么样的人生观?我回
到宿舍以后老是想来想去，共产党员对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，能采取这种态度?这些人是把党的事业放在前面，还是把个人得失放在前面?
党的一部分事业，由这样的领导来管理，是适当的吗?”

这段话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：大跃进中的浮夸风、共产风、高指标、瞎指挥等极左歪风屡禁不止，毛泽东不断极左却收效甚微，其原因就
是我们的不少领导干部“看破红尘”。“看破红尘”本意是看透世俗、玩世不恭的无所谓，这里却是看透上级意图，尽力迎合之意。哪管它洪
水滔天、高楼垮塌、百姓死活，我只看上级的脸色行事，我只照中央文件办事。这是对当时整个国家不良风气的当头棒喝，不知毛泽东看
了是何心情!

李云仲作为国家计委的计划工作人员，最清楚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带来的危害，“最危险的是那种会引起阶级关系尖锐化的比例关系失
调，因为这会造成全面紧张。工农业的比例关系，还有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，就是属于这一种。去年增加的2100万工人，大部分来自农
村，农村的骨干劳力几乎抽光了，连他们的家属恐有五六千万人，由生产农产品一变而为消费农产品的人。这难道不是一件天大的事情
呀!”“关于计划工作问题，几年来是大家意见最多、也最不满意的事情。今年这个多了，明年那个少了;今天变过来，明天变过去;今天生产
这种产品，明天生产那种产品;今年这个项目施工，明年那个项目停工……总之是左右摇摆，进退维谷，真是‘进亦忧，退亦忧’。一位同志
跟我说：‘今天很多问题，计划部门要负百分之百的责任。这话可能一些过分，但是作为综合性的国民经济计划机关，未给中央当好‘参谋
部’却是事实。”

李云仲在这里，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专业知识，对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和计划工作存在的问题，予以痛快淋漓的揭露。让多少身居高位的领导
不禁汗颜。有些语言和观点和彭德怀惊人的一致。毛泽东读到这里应当想想，彭德怀和李云仲素昧平生，也无交往，二人的观点和说法却
惊人一致，为什么不考虑一下自身的问题，而非要指斥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，向党发动进攻呢?

接着，李云仲在信中指出近年来计划工作的三个主要问题：

1、全面了解和掌握情况，才能做好综合平衡，但实际上常常是在各单位、部门间，年度、长远间，以及材料、进度，主机、配套，以及基
建项目间，顾此失彼，畸轻畸重，有数字无措施，有计划缺检查。

2、这不能简单归于无经验，而是主观主义思想作风严重，特别是1958、1959两年，既缺乏全面性的调查研究，又很少进行综合性的分
析、规划;每次提出的方案很少是经过多方面和自下而上的研究讨论;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具体搞经济计划工作人员和厂矿企业的意见，很少
得到考虑;每次计划方案，下面意见很多，也知道问题很大，但就是不采纳，甚至无人听取这些。向中央提出的所谓方案，往往是3000万
吨是积极的，是可以争取完成的;2200、2000、1800万吨也是积极的，可以争取完成的。其实很多做具体工作的人都了解，这些数字没
有充分依据，漏洞百出……

3、在大运动中，计划工作不能正确坚持党的原则，跟着人家跑，时冷时热。计划机关在一个部门、地区，对一些重大问题有不同意见的时
候，必须从全面出发坚持原则，不能怕有争论;事实上往往由于在这方面站不稳而吃大亏。……长期计划必须尽快编制，否则许多重大问题
不能解决，如基本建设和重大项目建设规模问题，大型设备的生产安排问题，部门间的比例问题，工业布局和地区规划问题，重大的技术



政策问题等。

最后信里还谈到树立节约与朴实的风气问题，批评近年豪华高级宾馆、饭店建的太多，国庆几大工程也有些过分。“今年各地用在‘国庆工
程’投资恐怕有八九亿元之多，这可以建一个年产300万吨的钢铁企业，或1600——1800万平方米职工住宅。”还有，会议的伙食标准太
高，请客送礼之风盛行，以及高级干部的特殊待遇等，信中都提出了批评意见。

在极左狂风甚烈的环境下，在经历了反右派、反右倾运动的反复沉重打击之后，大多数中高级干部都噤若寒蝉，大都是“看破红尘”，随波
逐流;即使发现了问题也是睁眼闭眼，置若罔闻。然而，小小的中层干部李云仲，竟然以大无畏的精神直接上书最高领袖毛泽东，痛陈大跃
进的种种弊端和我们党自身存在的严重痼疾。他和彭德怀一样，站在了政治的制高点，站在了时代的最前列!假如我们的领袖看了李云仲和
彭德怀的意见，幡然悔悟，继续纠左，大力纠左，中国人民就会避免多少灾难啊!

那么毛泽东对李云仲的信到底是何态度呢?

毛泽东在对李云仲信中的意见进行总结归纳之后，说道：“李云仲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，他几乎否定了一切。”这种“得不偿失论”“有失无得
论”，代表了当前的一股“右倾思潮”，应当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一样，予以坚决批判。然而现在看来，李云仲的基本观点是完全正确
的;他否定的一切大都是大跃进客观存在的问题。

于是，李云仲就成了“越衙上告”第一人(其实不尽然)。这就让人搞不懂：彭德怀的意见书，前半部分用大量篇幅肯定大跃进的成绩，赞扬
人民公社的成果;后半部分给大跃进提意见，也是用词委婉，锋芒收敛。彭德怀可能是考虑到毛泽东的接受程度，所以字斟句酌，留有余
地。而李云仲的意见书，根本就没有提到大跃进的成绩，对人民公社丝毫没有赞扬的意思。他的信中，满篇都是缺点、错误，都是盲目蛮
干，胡乱折腾，乱象纷生，得不偿失，“几乎否定了一切”。而且指出其性质是“左倾冒险主义”，根源是“主观主义思想作风”。将两封“意见
书”予以比较，他的“意见”比彭德怀的“意见”厉害得多，严重得多，刺激得多!

李云仲的后事如何呢?据李锐先生说，庐山会议后，他照样在劫难逃!他被撤销一切职务，开除党籍，下放劳动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时，他曾长
期在黑龙江一个煤矿井下劳动。

阿波罗网责任编辑：zhongkang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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